
嵌入行政体系的依附农

———沪郊农村的政府干预和农业转型①

夏柱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中国农业的转型具有区域差异的特征ꎬ发达地区的经验

表明政府干预可能形成嵌入行政体系的“依附农”ꎬ其经营方式和后果不

同于通常所界定的农业资本主义ꎮ 以沪郊农村为例ꎬ在农业治理要求

下ꎬ沪郊外来农民及自发的农业变迁被“问题化”ꎬ随之被地方政府排除

出农业生产领域ꎬ“本地农民—家庭农场”取而代之ꎮ 家庭农场虽然有现

代农业及自主经营的外在形式ꎬ但其内在运作机制是一套“行政化”的农

业经营模式ꎮ 地方政府通过一整套农业经营制度安排支配着经营者选

择、生产标准和收益空间ꎬ将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者转变为面向行政体

系的依附经营者ꎮ 新农业经营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经营成本被人为

推高ꎬ迫使政府以农业补贴维持农业再生产ꎬ进而形成土地承包者和实

际经营者共同依附农业行政体系获得丰厚收益的“分利秩序”ꎮ 在这一

基础上ꎬ本文还对发达地区所显示的农地制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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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ꎬ农村土地流转比例不断攀高ꎬ已经突破 ３０％ ꎬ

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流入具有规模经营特征的家庭农场、合作社、专业

大户和工商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ꎬ突破了具有部分自足自给性质的

传统小农经济ꎮ 近年来ꎬ不少学者引入政治经济学理论ꎬ用“农业资本主

义” (伯恩斯坦ꎬ２０１１:１—３) 或者 “农业转型” 来概括农业变迁过程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ｈａｌｄｓｏｎ ２００８ꎻ龚为刚、张谦ꎬ２０１６)ꎮ 简要地说ꎬ农业转型

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农业领域ꎬ将传统的农耕纳入资本主义的工业

化的农业生产体系ꎬ进而农业生产成为一个为资本积累服务的部门ꎮ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Ｂｙｒｅｓ ２００１)研究者借这个概念强调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

领域的生产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革ꎮ (张谦ꎬ２０１３:３—２７)

近年ꎬ关于中国农业转型如何发生及对传统农业和农村的影响的研

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ꎮ 沿着经典著作的两种路径ꎬ学界一般将农业转

型的推动力量归结为市场 ( 商品化)、国家干预两大因素ꎮ 孙新华

(２０１５ａ:３—１０)把目前的理论视角概括为“自发转型论” 和“政府干预

论”ꎬ他认为目前的研究对地方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

的重视ꎮ 张谦则认为地方政府的政治环境差异不是农业本身的差异ꎬ而

是农业转型模式多样化的原因ꎮ (张谦ꎬ２０１３)地方政府的推动使农业可

以在更为短暂的时间内走完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转型

道路ꎮ (严海蓉、陈义媛ꎬ２０１５)龚为刚和张谦(２０１６)的一篇总结性文章

指出引入政府干预变量的重要性ꎬ并强调这一解释路径不排除市场因素

的解释ꎬ因加入了国家干预及其权力结构这个中介变量ꎬ农业转型具有

多种变迁路径和具体形态ꎮ

政府干预的动力在于推进以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ꎬ这首先

受到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ꎮ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存在把农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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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同于“规模经营”的认识(贺雪峰ꎬ２０１３ａꎻ宋亚平ꎬ２０１３)ꎬ存在盲目追

求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叶敬忠ꎬ２０１１)ꎮ 农业部把“家庭农场”

定义为超过 １００ 亩的“大” 规模经营农场就表现了这一点ꎮ (黄宗智ꎬ

２０１４)其次是面对分散小农形成的农业治理困境倒逼政府扶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ꎮ 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国家治理体制改变ꎬ自上而下的财政(项

目)资源和分散农户难以对接ꎬ地方政府通过扶持新型经营主体解决政

府和小农交易成本过大的问题ꎮ (贺雪峰ꎬ２０１５ａꎻ孙新华ꎬ２０１５ｂꎻ龚为

刚、高原ꎬ２０１６)政府干预农业的后果是ꎬ政府扶持具有规模经营能力的

农业资本加剧小农和“中农”瓦解ꎬ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趋于

主导地位ꎮ (孙新华ꎬ２０１３ꎻ陈义媛ꎬ２０１３ꎻ龚为刚ꎬ２０１４ꎻ孙新华ꎬ２０１５ｂ)

结果是农业资本主义化和农村阶级分化ꎬ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解决的

“双失败”(贺雪峰ꎬ２０１４ａ)ꎬ农村社会形成下乡工商资本和留守老弱病残

共同构成的冲突性社会结构(王德福、桂华ꎬ２０１１)ꎬ农民可逆的、双向流

动的城市化中断(温铁军ꎬ２００９ꎻ贺雪峰ꎬ２０１４ｂ:２)ꎮ

综上所述ꎬ学者把一般的农业转型理论和中国经验结合起来ꎬ对研

究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启发颇大ꎮ 相关研究抓住了中国农业转型过程中

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现象ꎬ并指出政府干预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ꎮ 不

足的是缺乏区域比较视野ꎬ陷入“政府干预—农业资本主义转型—农村

阶级分化”的线性因果链条中ꎮ 这种农业转型路径建立在两个前提假设

上:一个假设是政府在小农经济体系中推动农业规模经营ꎬ农业还是维

持农民生计的重要部分ꎻ另一个假设是政府推动小农农业向现代高度资

本化的农业转型ꎬ新农业是面向市场的ꎬ政府的任务限于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ꎮ 事实上中国农村具有巨大的区域差异ꎬ最基本的差异是东部

和中西部农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ꎮ 目前关于农业转型的经验研究主

要关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ꎬ对发达地区农村关注不够ꎮ 发达地区农村劳

动力充分转移ꎬ市场较早驱动小农农业转为规模经营ꎮ 温铁军(２０００:

３０３—３０４)较早地将发达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概括为村办农场和家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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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两种类型ꎮ 发达地区有较强的财政资源和政府控制能力ꎬ在特定条件

下ꎬ政府干预有可能把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农业重新纳入行政控制ꎮ 这种

农业变迁路径不能用现有的农业转型模式来概括ꎮ

鉴于此ꎬ本文尝试从经验中概括一种新的农业转型模式ꎮ 文章以传

统小农经济已经终结的上海郊区发达农村为研究区域ꎬ以政府干预形成

的主导性的“本地农民—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ꎬ阐述政府干预的逻辑、

方式及结果ꎮ 上海郊区农业变迁的特征是市场已经催生规模经营ꎬ但政

府干预使得农业完全嵌入农业行政体系ꎬ经营者完全脱离了农业要素市

场ꎬ成为深嵌入行政体系的依附农ꎮ “依附农”在本文语境中有两个含

义:一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支持的家庭农场经营者ꎬ二是农业经营者、经营

过程和经营结果(利润)由政府规范和支配的农业经营体制ꎮ 本文资料

来源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的

上海市郊区农村调查ꎬ调查地点是上海市奉贤区、松江区和嘉定区农村ꎬ

调查方式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ꎮ 上海市是中国最发达的都市ꎬ辖 １５ 个

市辖区、１ 个县ꎬ总面积 ６３４０ 平方公里ꎬ是世界上规模和面积最大的都市

之一ꎮ 上海市还有少量的农村和农业人口ꎮ 上海市二调数据显示ꎬ截止

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全市耕地 ２８４.６４ 万亩①ꎬ２０１４ 年农村户数为９８.５４

万ꎬ人口 ２７１.５６ 万ꎬ其中农业户籍人口为 １３９.１９ 万人(«上海统计年鉴»ꎬ

２０１５:２９)ꎬ农村从业人员为 １６８.５ 万人ꎮ 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

渔)的从业人员不到 ４０ 万人ꎬ占农村从业人员比例不到 ２５％ ꎬ占全社会

从业人员 １３６５.６３ 万人的比例不到 ３％ («上海统计年鉴»ꎬ２０１５:２２１)ꎮ

从这个数据来看ꎬ上海郊区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非农化转移ꎬ是发达

地区农村的典型代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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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干预和本地农民—家庭农场的兴起

这一节从经营主体角度呈现上海郊区农业 ３０ 多年的变迁ꎬ说明本

地农民—家庭农场兴起主要是政府干预的结果ꎮ 一般认为农业变迁的

自发秩序是随着农民充分非农化转移ꎬ农地流转形成少数规模经营主

体ꎮ 这是没有考虑到外地劳动力流入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简单模型ꎮ 在

上海郊区这样的发达地区农村ꎬ本地农民自发退出农业ꎬ外地农民或称

为“农民农”的这个群体大量进入(奚建武ꎬ２０１１)ꎬ形成独特的市场农业

秩序ꎮ 近年来的新趋势是由于地方政府干预ꎬ外地农民及旧农业被“问

题化”ꎬ他们随之被排斥出上海农村ꎬ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农民—家庭农场

的经营模式ꎮ

(一)本地农民的退出和外地农民的进入

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市郊区农村ꎬ乡镇企业发达ꎬ农民转移尚

不充分ꎬ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农村经济的特征ꎮ 农村社会形成较

为普遍的“半工半耕” (半工半农) 农村经济模式(黄宗智ꎬ２０００:２９１—

１９４ꎻ黄宗智ꎬ２００６ꎻ贺雪峰ꎬ２０１４ａ:１０８)ꎬ非农就业收入和农业收入共同

构成上海郊区农民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ꎮ 在 ９０ 年代ꎬ上海郊区工业化

不断发展ꎬ年轻农民普遍转移到工商业就业ꎬ老年劳动力也容易在村庄

附近找到零星的就业机会ꎬ农业收入已经不再重要ꎮ 且随着上海市的财

政转移支付ꎬ农村老人普遍获得较好的养老保障①ꎬ这促进了农民普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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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在 １９８７ 年就开始进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ꎬ１９９２ 年保障面就扩展到 ５６ 个乡镇ꎬ１９９６
年颁布«上海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ꎬ实现全面的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险ꎮ 养老金相当可

观ꎮ 各个区根据其财力ꎬ养老金数额不同ꎬ奉贤区是较低的ꎮ 目前到达退休年龄的老人(女

性 ５５ 岁ꎬ男性 ６０ 岁)ꎬ每人每月有 ８００ 元ꎬ不过也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 １０ 倍(全国一般是 ６０
元)ꎮ



出农业生产ꎬ土地随之自发流转ꎮ 不过这些土地主要流转给外地农民ꎬ

形成由两夫妻耕作的家庭农场ꎮ

本地农民不愿意(规模)种田的原因是ꎬ本地农民职业非农化及农村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得农民生计十分稳定ꎬ促成了上海郊区农民追求

安全和不愿承担风险的心态ꎮ 本地农民进城务工一般选择有社会保障

的、干净卫生的、有节假日的“白领”工作ꎬ即使收入低一点也没有关系ꎮ

他们不能忍受农业劳动的辛苦和农业收益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ꎮ 奉贤

区庄镇叶村的农民解释说:“种田就要时刻操心ꎬ什么时候播种ꎬ什么时

候下秧ꎬ在‘双抢’时还要忍受一定的劳动强度ꎮ”当外来农民给予较高的

土地租金ꎬ农民就更乐意把土地流转出去获得稳定的租金ꎮ 外来农民主

要是自雇劳动ꎬ获得的纯收入较高ꎬ他们能够支付较高的租金ꎬ因此本地

农民分散经营的土地陆续流转给外地农民ꎬ绝大多数本地农民退出了农

业生产ꎮ

相对于本地农民ꎬ外地农民能够忍受农业的辛苦ꎬ且从事农业规模

经营能获得不少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ꎮ 以粮食种植为例ꎬ随着机械化

水平提高ꎬ外来农民耕种规模逐渐扩大ꎬ普遍从二十多年前的零碎的

２０—３０ 亩土地ꎬ达到目前的 １００ 亩左右ꎮ 他们尽量以自雇为主ꎬ按照 １００

亩土地计算ꎬ种植稻麦两季作物获得的年纯收入 ６ 万元ꎮ 且农民认为务

农的好处是“自主自由”ꎬ这是工商业就业不能相比的ꎮ 正如长期关注上

海农业的学者马流辉(２０１３)分析说:“不少‘农民农’并不是一来到上海

就进入农业生产领域ꎬ而是先在工厂上班ꎬ发现工厂不适合自己ꎬ然后才

选择从事农业ꎮ 那些有过工厂工作经历的‘农民农’普遍反映从事农业

生产比较自由ꎬ不像在工厂里那样要受老板的气ꎮ”

外地农民在上海郊区种田曾经有非常良好的环境ꎮ 村干部欢迎外

地农民种地ꎬ地方政府至少是默认的ꎮ 因为外来农民不仅解决了“无人

种田”的问题ꎬ而且为村集体带来了颇丰的集体经济收入ꎮ 税费改革之

前ꎬ上海一些缺乏工商业的远郊农村与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形势相同ꎮ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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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２００３:８５)在«新乡土中国»中曾经记录进城务工农民把土地撂荒ꎬ

村集体被迫把农民承包地收回出租给本地农民或外地农民ꎬ弥补税费亏

空ꎮ 上海郊区农村为了解决土地税费及撂荒问题ꎬ也积极介入到土地流

转中ꎮ 例如在 １９９９ 年二轮承包时ꎬ奉贤区叶村农民普遍不愿意多种田ꎬ

村集体把农民不愿承包的耕地收回再向外地农民租出ꎬ以完成税费任

务ꎮ 农业税费改革后ꎬ土地租金完全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ꎬ这对工商业

不发达的村庄尤为重要ꎮ 在 ２０１０ 年土地确权之前ꎬ叶村村集体掌握了

全村耕地的三分之一ꎬ为 １５００ 亩ꎬ按照土地租金 ６００ 元 / 亩计算ꎬ村集体

获得年均 ９０ 万元收入ꎮ 为了能收到土地租金ꎬ村集体积极为外地农民

提供统一的水利和机械化服务ꎬ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秩序ꎮ 总之ꎬ从农

业变迁动力的角度ꎬ早期上海郊区的农业变迁主要是市场力量驱动的ꎮ

(二)地方政府对外地农民的排斥及其理由

上述本地农民退出、外地农民进入的市场秩序持续到 ２００７ 年ꎬ随后

外地农民经营模式被“问题化”ꎮ 地方政府基于粮食安全问题、农业可持

续发展问题和农村社会稳定问题ꎬ强化了农业治理ꎮ 这个背景下上海市

郊区政府为农业制定诸多规范性标准ꎬ外地农民的经营模式因为不符合

这些规范而被“问题化”ꎮ

一是粮食安全背景下的粮食种植面积问题ꎮ 尽管粮食产量十二年

连增ꎬ粮食安全仍然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任务ꎮ 在保粮食安全

的背景下ꎬ上海市地方政府对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进行了严格控制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市农委制定的本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主要农产品最低保有量目标ꎬ

要求保障 １５５ 万亩粮食种植面积ꎬ２０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ꎬ确保 ２０％ 的粮

食自给水平不下降ꎬ并把指标分解到各区ꎮ① 各区按照农业规划ꎬ规定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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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上海农业委员会关于确保本市主要农产品最低保有量的工作意见» (沪农委[２００８]
[４６７]号)ꎮ



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比例以及种植区域ꎮ 比如奉贤区叶村 ４５００ 亩耕地

中ꎬ目前规划为粮食作物 ４０００ 亩ꎬ蔬菜种植面积 ３５０ 亩ꎬ水生作物 ５０ 亩ꎬ

其余的 １００ 亩土地则由本地农民种菜或少数老人耕种ꎮ 受经济利益刺

激ꎬ上海郊区的外地农民大多数种植经济作物ꎬ这是大都市近郊农业种

植结构的基本规律ꎬ但与上海市对粮食种植面积的要求不相符合ꎮ

二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农业生产方式问题ꎮ 农业可持续发

展内容很广ꎬ涉及种植结构、农资使用和基础设施使用等方面ꎮ 基层干

部认为外地农民进行“掠夺性生产”ꎬ不注重保护农地资源和保证农产品

质量ꎮ 比如外地农民种植果树等长期经济作物ꎬ在基本农田内随意开挖

排水渠道ꎬ恶意榨取土地养分ꎬ严重损害了土壤结构和地力ꎮ 种植粮食

的外地农民一般种植稻麦两季ꎬ没有“三三制”①的种植安排ꎬ未实行“种

田”和“养田”相结合ꎬ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ꎮ 外地农民在使用种子、农药

和化肥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性ꎬ部分违禁农药还在使用ꎬ造成农产品质

量不过关ꎮ 一些农民把稻谷放在柏油马路上晾晒ꎬ影响了稻谷的品质ꎮ

这些问题难以监管ꎬ从而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三是农村稳定背景下外地农民的治理问题ꎮ 上海郊区农村治理和

全国一样秉持“不出事”逻辑(贺雪峰、刘岳ꎬ２００８)ꎬ出事情就要自上而下

地问责党政主要领导ꎬ因此地方政府非常害怕外地农民带来的农村治理

问题ꎮ 当地村干部列举了诸多治理问题:一是农田违章搭建问题ꎮ 大多

数菜农为了生产便利直接在田里搭建“田间窝棚”居住ꎬ并不安全ꎮ 二是

农村环境污染严重ꎮ 外来务农人员生活垃圾随意倾倒ꎬ人畜粪便随意排

放ꎬ污染农村生活环境ꎬ引起当地农民和外地农民之间的矛盾ꎮ 三是群

体性事件ꎮ 意外事故引起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ꎬ影响着上海农村的稳

定ꎮ 奉贤区叶村书记说:“外地人‘亲戚带亲戚’来上海郊区种田ꎬ他们内

部有组织性ꎬ在有意外事故时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ꎮ 前几年一个外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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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三制:上海市农业种植模式的新规定ꎬ指在秋播作物中ꎬ三分之一种植小麦或油菜ꎬ三分之

一种植绿肥ꎬ三分之一休养生息ꎮ



民 ５０ 多岁ꎬ帮村里的农机合作社干活ꎬ突发心脏病死亡ꎬ他的亲属即花

钱‘聘请’围观人员到村委会放花圈、烧纸钱ꎬ要求赔偿 １００ 万元ꎮ”

从调查结果来看ꎬ上述问题在过去二十年一直是存在的ꎬ与外地农

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ꎮ 市场经济提倡面向市场的农业经营模

式ꎬ地方政府所列举的外地农民经营所带来的问题ꎬ包括不按照规划种

植粮食、掠夺性经营、购买低成本(往往是高毒性的)农资、造成环境污染

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治理问题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ꎮ

只要上海农业开放为全国农业的一部分ꎬ其农业生产依据的是全国市场

的标准ꎬ就必然出现目前所看到的农业和农村治理的多种问题ꎮ 长期以

来ꎬ相对于外来农民带来的收益ꎬ这些连带的农业和农村治理问题并未

引起地方政府重视ꎮ 在新的农业价值规范影响下(例如粮食自给率)ꎬ这

些原本次要的问题上升为农业治理的主要问题ꎬ需要被解决ꎮ

(三)本地农民—家庭农场的兴起

上海郊区正在推广的有两类新的经营模式ꎮ 一是主导性的家庭农

场模式ꎬ这方面的论文和报道非常多ꎬ由于政策限定本地农民才有资格

申请建立家庭农场ꎬ因此准确地说是“本地农民—家庭农场”ꎮ 二是集体

农场ꎬ村集体把外地农民排除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ꎬ直接经营土地ꎬ雇

佣外地农民为领取工资的“代管户”ꎬ进行分包管理ꎮ 这两个模式中ꎬ集

体农场也能保粮食安全ꎬ发展可持续农业和便于乡村治理ꎬ甚至由于取

消了个体化的家庭经营ꎬ消除了监管难题ꎬ能取得更好的农业治理效果ꎮ

然而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ꎬ自我认同为农业经营体制最富

活力和最先进的区域ꎮ 上海农业发展除了要实现治理目标ꎬ还有更高的

７９１

嵌入行政体系的依附农



政治性目标ꎬ即为全国的农业发展提供可推广的经验ꎮ① 由于决策者的

价值偏好问题ꎬ家庭农场是上海郊区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ꎮ

上海郊区家庭农场的规范含义来自松江区ꎬ比农业部的家庭农场定

义更为简明ꎮ② 家庭农场是“以同一行政村或同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

农民家庭(一般为夫妻二人或同户家庭劳动力二三人)为生产单位ꎬ从事

粮食、生猪养殖等生产活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ꎮ③ 家庭农场包含地方

政府追求的一些重要价值规范ꎮ 首要原则是经营者具有本地农村户籍

身份ꎬ这一规定把外地农民排斥出去ꎬ农业重新作为本地农民就业的资

源ꎬ具有福利化特征ꎮ 其次是适度规模经营原则ꎬ松江区规定家庭农场

面积标准为 １００—１５０ 亩ꎬ主要体现效率和公平统一的原则ꎮ 适度规模

经营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政策的基本原则ꎬ④适度规模经营

能够避免农户兼业化的倾向ꎬ又能够考虑到城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和人

口的吸纳能力ꎮ (陈锡文ꎬ２０１２ａꎻ赵鲲、赵海、杨凯波ꎬ２０１５)再次是家庭

劳动力自耕原则ꎬ家庭农场经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ꎬ少雇工或不雇工ꎬ

自耕性质的家庭农业可以精耕细作ꎬ适应农业的自然属性ꎮ 陈锡文

(２０１２ｂ)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农业的再生产有其特殊性ꎬ无论是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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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模式ꎬ就是典型示范逻辑ꎬ一个地方性政策在得到中央肯定之后上升为

全国性政策ꎬ地方领导人因此获得政治地位ꎮ 这一逻辑下地方政府对政策制度创新非常感

兴趣ꎬ而这又需要具体的“示范点”ꎬ这是一种中国官场政治学ꎮ 参见贺雪峰(２０１３ｂ)对“办

点政治学”的论述ꎬ李元珍(２０１５)对“领导联系点”的论述ꎮ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ꎬ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ꎬ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

入来源ꎬ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转土地ꎬ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ꎬ保留了农户

家庭经营的内核ꎬ坚持了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ꎬ适合我国基本国情ꎬ符合农业生产特点ꎬ契
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ꎬ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升级版ꎬ已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

农业的有生力量ꎮ 参见«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ꎬ中国农业信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ｇｒｉ.ｃｎ / Ｖ２０ / ＺＸ / ｔｚｇｇ＿１ / ｔｚ / ２０１４０２ / ｔ２０１４０２２６＿３７９７１１９.ｈｔｍꎮ
«松江区农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家庭农场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参见«上海农村经

济»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ꎬ第 ４６—４８ 页ꎮ
２０１４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经营规模适度”ꎬ既要注重提升土

地经营规模ꎬ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ꎬ兼顾效率和公平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

资源利用率ꎬ确保农地农用ꎬ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ꎮ



养殖业、林业还是水产业ꎬ劳动对象都是有生命的ꎬ这个特点决定农业生

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命活动过程ꎮ 只有让农业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建

立非常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ꎬ农民才可能认认真真地种地ꎮ”最后在这个

规范性定义内涵之外ꎬ家庭农场还具有“体面收入原则”ꎬ一对夫妻通过

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获得相当于市民的体面收入ꎬ户均收入要达到

８ 万—１０ 万元ꎬ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价值原则①ꎬ这尤其是松江区家

庭农场的鲜明特征ꎮ

上海松江区在 ２００７ 年就试验“家庭农场”ꎬ２０１３ 年家庭农场首次写

入中央一号文件ꎬ家庭农场就成为上海市农业现代化的一张名片ꎬ因此

上海市各区推广家庭农场成为一项政治任务ꎮ ２０１５ 年末松江区家庭农

场发展到 １１１９ 户ꎬ经营面积 １４.０６ 万亩ꎬ已经占粮食生产面积的 ９５％ 以

上②ꎬ家庭农场模式已经形成ꎮ 奉贤区在 ２０１３ 年开始推广家庭农场模

式ꎬ２０１５ 年末奉贤区粮食型家庭农场 ３４４ 户ꎬ累计经营面积 ５.１６ 万亩ꎬ

占粮食生产面积比例为 ３２.３％ ③ꎬ家庭农场模式正在快速扩张ꎮ

家庭农场充分体现农业价值规范ꎬ却有诸多规范原则约束ꎬ并不容

易组织ꎮ 因此一些并非重点区域ꎬ地方政府建立了集体农场ꎬ以此替代

外地农民ꎮ 我们调查的嘉定区冈镇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外地农民退出ꎬ集体

接管这些退出土地ꎬ形成集体农场经营模式(对外称“农机专业合作

社”)ꎮ 所谓集体农场ꎬ指的是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指挥农业生产的农业

生产组织ꎬ从性质上看ꎬ集体农场毋宁是乡村干部掌管的农业企业ꎮ 经

营方式是:集体农场拥有土地经营权ꎬ播种和收割主要是村集体农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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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报道来看ꎬ这是当地主政官员的设想ꎬ后来成为公开的政策ꎮ “让农民有一份体面的收入ꎬ
种 ８０ 亩地ꎬ有五六万元的收入ꎬ这是松江区区委书记盛亚飞几年前就提出来的一个思路ꎮ”
参见«５００ 户农民搞定 １４ 万亩至“十三五” 末松江家庭农场户数将减半»ꎬ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ｌｏｃ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３ / ｃ＿１２８５５７２３４.ｈｔｍꎮ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松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载«松江报»ꎬ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第

６—７ 版ꎮ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奉贤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参见奉贤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 / / ｔｊ.
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２２２０.ｈｔｍꎮ



作社完成ꎬ满足农业生产的标准ꎻ原来的外地农民作为“代管户”进行“分

包管理”ꎬ一个管理单位大约是 １００—１５０ 亩ꎻ农资方面ꎬ除政府统一发放

的农资外ꎬ剩下的由代管户到农资店赊购ꎬ年底村集体再统一到农资店

结账ꎮ 至于农业生产监管问题ꎬ集体农场通过“保底工资、超产奖励”①

办法激励代管户ꎬ这种经营方式在粮食产量上并不低于家庭农场ꎮ 从农

业治理角度ꎬ冈镇的集体农场具有很大的优势ꎬ既完成了粮食生产任务ꎬ

又完全消除了自上而下的监管问题ꎮ 然而从家庭农场推广作为“政治任

务”角度ꎬ集体农场仍是暂时的ꎬ这是该区逐渐转向家庭农场模式的原因ꎮ

嘉定区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推广家庭农场模式ꎬ计划到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２１７ 个ꎮ②

外地农民退出、本地农民重新进入农业ꎬ重构农业经营主体ꎬ这是地

方政府的行政意志使然ꎬ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ꎬ那么家庭农场实际

上是如何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任何经营

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均要通过市场获利ꎬ然而这又可能带来前述多种农业

和农村治理的问题ꎮ 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一个重要问题ꎬ从上

海郊区家庭农场的实际经营情况看ꎬ政府的积极治理把家庭农场完全行

政化了ꎮ

三、嵌入行政体系的依附农及形成的机制

本部分将论证ꎬ当前上海农业的家庭农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嵌入行

政体系的ꎬ是缺乏自主性的“依附农”ꎮ 一般来说ꎬ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

农业的干预仍然是宏观的ꎮ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流转、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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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嘉定区冈镇分包管理者的收入由定额工资和奖励工资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村集体支付的管

理费ꎬ一般为每亩 ３００ 元左右(其中水稻管理费为 ２３０ 元左右 / 亩ꎬ小麦 ７０ 元左右 / 亩)ꎻ其二

是超额产量的分成收入ꎬ村集体对管理者实行“包产计酬”ꎬ规定分包管理者向村缴纳水稻

９５０ 斤 / 亩ꎬ小麦缴纳 ６００ 斤 / 亩ꎬ超出这个额度以外的产量为管理者的额外收益ꎬ归管理者所

有ꎮ 一般来说ꎬ水稻和小麦超额产量能够有 ３００ 元的收益ꎮ 超额收益加上固定的管理费ꎬ管
理者一亩土地大约能收益 ６００ 元ꎬ这约等于自己耕种土地的收入ꎬ外地农民有积极性ꎮ
«嘉定将建 ２１７ 家家庭农场»ꎬ载«解放日报»ꎬ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２ 日第 ２ 版ꎮ



等方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ꎮ 这些经营主体是市场主体ꎬ主要依赖市场交

易获得利润ꎬ仅在必要时候回应行政意志以换得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支

持ꎮ 不同的是ꎬ上海郊区政府干预是全方位的ꎬ政府完全掌控了农业生

产资源ꎬ这迫使经营者脱离与农业要素市场的联系ꎬ与农业行政体系建

立隶属性的纵向等级关系ꎮ 下面从土地再分配、农业资本和农业补贴三

个角度呈现这种关系的形成ꎮ

(一)土地再分配及经营者的选择

众所周知ꎬ政府干预推动规模经营ꎬ首要任务是建立新的土地流转

机制ꎬ取得土地再分配的权力ꎮ 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我国土地流转制度

的基本构架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推进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ꎬ土地流

转的主体是农户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ꎮ 但农户自发土地流转难

以形成连片集中的土地供给ꎬ也就难以实现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ꎮ 张路

雄(２０１２:３８—３９)研究认为农户间自由转包是无法实现连片耕作的ꎬ只

有通过集体调整地块ꎬ才能实现土地连片流转ꎮ 由于目前的政策不允许

集体调整土地ꎬ农民自发土地流转无法实现规模经营ꎮ 各地政府普遍要

求进行制度创新ꎬ主要的方式是反租倒包ꎮ (温铁军ꎬ２０００:３０５—３０８)

“反租倒包”包括两个过程:村集体将已经承包到户的土地通过租赁形式

集中到集体(称为“反租”)ꎬ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ꎬ然后将土地的使用权

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称为“倒包”)ꎮ 各类集中型土地流转制度均利用

了“反租倒包”制度ꎬ它有利于增强村集体“统”的能力ꎬ实现了土地的集

中连片流转ꎮ 然而“反租倒包”可能导致政府及村集体强制农户流转土

地的问题ꎬ中央政策明确不允许地方“反租倒包”的制度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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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坚决防止和纠正强迫农民流转、通过流转改变土地农地用途

等问题ꎬ依法制止乡、村组织通过‘反租倒包’等形式侵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行为ꎮ”



上海郊区农村为了避开政策风险ꎬ建立了以“合作社”为中介的土地

流转制度构架ꎮ 具体是:村集体建立“农业资源合作社”ꎬ农户通过自愿

委托协议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合作社统一流转ꎬ合作社向农户统一支付租

金ꎬ其实质内容和 “反租倒包”并没有差异ꎮ 为了进一步促进土地连片

集中流转ꎬ上海市在 ２００９ 年进行“确利不确地”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ꎮ①

上海市农村土地确权只确四至到村民小组ꎬ农户有承包经营权而没有特

定的承包地块ꎬ村集体获得了土地控制权ꎮ 由于村集体作为政府“代理

人”的性质ꎬ政府通过对集体的行政控制ꎬ按照行政意志配置土地资源ꎮ

也就是说上海郊区农村通过“农业资源合作社”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土地

流转市场ꎬ而是乡镇一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再分配秩序ꎮ 乡镇政府对土地

的控制能力表现为ꎬ虽然村集体是土地唯一的供给方ꎬ然而政府按照一

定的计划配置土地ꎬ向村集体分配家庭农场发展指标并干预家庭农场经

营者的选择ꎮ

这在松江区最为典型ꎮ 松江区政府按照规划控制家庭农场的土地

规模ꎮ ２００７ 年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一般是 １００—１５０ 亩ꎬ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

规模是 １２５ 亩ꎬ松江区试图在未来 ５ 年把家庭农场规模提高到 ２００—２５０

亩ꎬ这意味着要减少约一半的家庭农场ꎮ② 这表明政府通过土地再分配

可以实现对经营规模的控制ꎮ 关于家庭农场“指标”如何分配ꎬ松江区确

立了规范性的“准入制度”ꎬ基本原则是“择优”ꎮ 松江区总结了严格的

准入程序:(１)制定标准ꎻ(２)农户申请ꎻ(３)村委会审核ꎻ(４)民主评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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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市场的意见»(沪府 ２００９ 年[３４]号)ꎬ该文件提出:“确权确地确有困难的ꎬ可采取确权确

利的办法ꎬ并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到户ꎬ保护农民基本利益ꎮ”这明显不同于后来 ２０１３ 年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确四至”精神:“用 ５ 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ꎬ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ꎮ”
“到今年底ꎬ松江全区粮食家庭农场户数为 １１１９ 户ꎬ经营面积 １４.０５ 万亩ꎬ户均经营面积 １２５
亩ꎻ但到“十三五”期末ꎬ松江家庭农场户数将减少到 ５００ 户左右ꎬ届时户均经营规模将至少

翻一番ꎬ达 ２００ 亩至 ２５０ 亩ꎮ”参见« ５００ 户农民搞定 １４ 万亩 至“十三五”末松江家庭农场户

数将减半»ꎬ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ｌｏｃ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３ / ｃ＿１２８５５７２３４.ｈｔｍꎮ



(５)公示签约ꎮ 前三项是基本条件筛选ꎬ第四项尤其关键ꎮ “由本村老干

部、老党员、老队长和民意代表进行民主评定ꎬ择优选择家庭农场经营

者ꎻ遇有特殊情况的ꎬ可采取‘票决’制ꎬ按得票数确定家庭农场经营者人

选ꎮ”①民主评议制度把家庭农场经营者的选择变成了一项政治事务ꎬ把

家庭农场经营权利变成一项不断再分配的指标ꎮ 目前该地区经营者和

村集体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时间一般不超过 ５ 年ꎬ多数是 １—３ 年ꎮ 这

意味着ꎬ家庭农场随时要退出土地ꎬ满足政府及村集体对符合其要求的

经营者的选择ꎮ 比如松江区家庭农场政策要求:“在承包经营合同期满

后ꎬ要优先让优秀家庭农场经营者继续经营ꎬ以利于粮食生产稳定发

展ꎮ”总体来说政府建构了一个家庭农场经营者之间的竞争秩序ꎬ又把分

配优胜者的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ꎬ服从政府规范的粮食生产成为家

庭农场的核心目的ꎬ个别经营者并不重要ꎮ

(二)农业资本化及农业生产的标准化

现代农业的生产是高度资本化的ꎬ这和土地所有制无关ꎮ 可以说谁

控制了农业资本ꎬ谁就能控制农业经营的方式ꎮ 经济学家舒尔茨(２００９:

１５—２１)指出:“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ꎬ土地的差

别是最不重要的ꎬ物质资本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ꎮ”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推进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ꎬ中国农业资本化程

度日益加深ꎮ 黄宗智、高原(２０１３:２８—５０)引入农业普查数据表明中国

农业显著地“资本化”了ꎬ且指出中国农业资本化主要是由农户推动的ꎬ

其总量比国家和农业企业公司的投资还要大ꎮ 这应当是全国大多数地

区的特征ꎮ 而在局部经济发达地区ꎬ快速的农业资本化可能来自政府ꎬ

体现出政府干预农业的行政意志及经济基础ꎮ 在机械、农药、化肥和种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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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松江区农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家庭农场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参见«上海农村经

济»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ꎬ第 ４６—４８ 页ꎮ



子四种资本要素投入中ꎬ机械化是最主要的资本投入ꎮ 本文以农业机械

化为例阐述地方政府如何介入农业资本化ꎬ重构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ꎮ

上海农业机械化起步很早ꎬ由于强大的财政支持ꎬ上海农业机械化

发展很快ꎮ 根据«上海农业机械化发展报告»ꎬ２０１５ 年粮食作物全程机

械化快速发展ꎬ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达到 ８３ ％ ꎮ① 上海郊区农村一直

维持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农机组织(“农机合作社” “农机队”)ꎬ从而有利

于政府对农机资本的控制ꎮ 经过几十年的演变ꎬ从所有权来划分ꎬ目前

上海郊区农村农机组织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集体所有ꎬ松江区和嘉定区

主要采取这种模式ꎻ二是改制后由私人所有的农机组织(企业)ꎬ奉贤区

采取这种模式ꎮ 这些农机组织的共同特征是企业化经营ꎬ雇佣农机手ꎬ

农机所有者付给工资ꎬ形成农机所有者及实际农机手的分离ꎮ 集体或私

人经营的区别仅在于利润分配的主导权不同ꎮ

上海地方政府对农机服务进行严格管理ꎮ 农机组织的所有权和管

理方式不同ꎬ然而均接受自上而下的规范ꎮ 原因是无论是集体所有还是

私人所有ꎬ政府通过农机补贴掌握了农机资本更新权利ꎮ 第一ꎬ购机补

贴额度大ꎮ 政府补贴农机具多达售价的 ５０％ ꎬ部分新型机械补贴比例多

达售价的 ７０％ ꎬ如新式插秧机ꎮ 在粮食烘干机等大额投资上ꎬ政府对农

机专业合作社动辄配套数百万元的项目资金ꎮ 第二ꎬ补贴对象特殊ꎮ 一

般只有村一级的农机合作社才能申请农机补贴ꎬ个人申请农机补贴有严

格的条件ꎮ 在这个条件下ꎬ农机购买者只有获得政府的农机补贴才具有

市场竞争力ꎬ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通过高额的农机补贴政策影响乃至控

制农机资本的配置ꎬ进而控制农机所有者ꎮ

乡镇和村一级均有管理农机服务的干部ꎬ农业行政的重要职能是为

所有农机作业制定统一的作业标准、时间、价格及先后顺序ꎮ 政府通过

控制农机服务标准使得农业生产完全标准化了ꎬ家庭农场经营者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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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农业机械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参见上海农业

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ｈａｃ.ｇｏｖ.ｃｎ / ｓｎｚｔ / ｆｚｂａｏｇａｏ / ２０１５ｂｇ / ２０１６０１ / ｔ２０１６０１２６＿１６０３７２７.ｈｔｍｌꎮ



成了“田间管理者”ꎮ 在机械化作业时ꎬ甚至不需要家庭农场主在场ꎬ村

干部就为他们安排好了时间和机器ꎮ 松江区浜镇的干部的报告突出地

表现了这种支配能力:“收割和烘干都要排时间表ꎬ收割顺序根据烘干安

排来定ꎮ 收割一般采取‘三三制’收割的方式ꎬ田分为三块ꎬ要冬播的那

块田先收ꎬ每台收割机收割 ４０ 亩田ꎬ一户 １００ 亩地需要约 ３ 天才能收割

完ꎬ遇到雨天ꎬ收割时间顺延ꎮ 烘干是区里根据各镇的情况安排好了的ꎬ

镇里再将指标分配到村ꎬ村里再抓阄排表ꎮ 农户将水稻运到粮管所烘

干ꎬ烘干后记下重量ꎬ粮管所发给农户一个牌子ꎬ农户到时间了凭标牌

领钱ꎮ”

总体来说ꎬ政府干预背景下ꎬ上海郊区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呈现行政

配置特征ꎬ农机服务接受自上而下的价格及作业规范标准ꎮ 全国市场上

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机手的双边市场关系ꎬ被政府、农机手与经营者之间

的三边关系代替ꎮ 政府支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结果是经营者已经

不重要了ꎬ正如松江区浜镇干部讲:“有成熟的农机手和农业服务ꎬ谁都

可以种地ꎬ传统的农业知识已经不重要了ꎮ”地方政府通过强化农业资本

以及社会化服务的作用ꎬ塑造了生产领域内无差别的经营主体ꎬ政府形

成了对集体及经营者绝对的支配能力ꎮ 经营者也认可这一农业经营秩

序ꎮ 在农业高度机械化之后ꎬ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农业机械等大额资本的

利益相关达到最小ꎬ换言之ꎬ地方政府及集体容易更换具体经营者而不

至于导致农业生产的中断ꎬ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对于农业生产经营已无

多大意义ꎮ

(三)农业补贴体系及收益空间的确定

无论是谁来经营ꎬ经营者均关注收益空间的大小ꎮ 如上两小节所

述ꎬ政府掌握了土地及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分配权ꎬ因此确定了土地

分配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利益空间ꎬ这是一种间接和外在的控制ꎮ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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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经营者服从政府行政规范的积极性ꎬ地方政府需要建立直接的内在

控制经营者的机制ꎬ这就是农业补贴ꎮ

农业补贴一直是税费改革之后农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ꎬ体现工业

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ꎬ其一般性的目的是适

当降低农民投入成本ꎬ增加农民收入ꎬ激励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ꎮ

(陈锡文ꎬ赵阳ꎬ陈剑波ꎬ罗丹ꎬ２００９:１６３)不同的农业补贴政策反映政府

农业发展政策的偏好ꎬ这充分体现在农业补贴成为各地推动土地大规模

流转和资本下乡的重要经济手段ꎮ 有的地方政府推动农村土地大规模

流转ꎬ规模越大ꎬ亩补贴数额越高(贺雪峰ꎬ２０１４ｂꎻ曾红萍ꎬ２０１５)ꎬ在有些

地区ꎬ下乡资本完全可以依托补贴获得不错的收入ꎬ流入的经营权可以

转包出去获得差价(孙新华ꎬ２０１５ａ:４３ꎻ陈义媛ꎬ２０１３)ꎮ 上海市地方政府

有雄厚的财政能力ꎬ能够大量补贴家庭农场经营者ꎬ同时严格限制经营

者转包土地获利ꎮ 这些补贴分为两类ꎬ一类是普惠的补贴ꎬ一类是奖励

补贴ꎬ把经营者变成自上而下接受政府考核的一个类行政单位ꎮ

为了简便ꎬ下面的讨论仅仅计算经营者种植稻麦两季作物ꎬ不考虑

其他种植作物所获得的补贴ꎮ 一是普惠制的农业生产补贴ꎬ资金来自中

央、市和区ꎬ这些补贴又分为以现金方式进入经营者账户的补贴和以实

物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补贴ꎬ实物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或机械化服

务ꎬ服务于标准化的农业生产ꎮ 例如为了严格执行秸秆还田政策ꎬ政府

对农机合作社补贴一季作物 ４５ 元 / 亩ꎬ稻麦两季作物 ９０ 元 / 亩ꎬ它降低

了农户的成本ꎮ 二是需要考核才能获得的奖励性质的家庭农场补贴ꎬ资

金来自于区一级政府ꎬ不同的区的财政扶持力度不同ꎬ补贴对象是粮食

型家庭农场ꎮ 补贴力度最高的是奉贤区ꎬ该区给予粮食型家庭农场的补

贴为 ５００ 元 / 亩ꎬ大大超过松江区(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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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松江区和奉贤区政府对经营者的农业补贴(２０１５)

农业补贴类型 松江区 奉贤区

普惠
现金补贴 ２６２ ２１２

物化补贴 ２９０ ３００

奖励 家庭农场补贴 ２００ ５００

总计 ７５２ １０１２

　 　 ∗数据来源于对当地村干部的访谈ꎮ

经营者获得补贴是有前提的ꎮ 上海市的农业补贴不是经营者纯粹

的权利ꎬ而是包含着极为严格的义务ꎬ构成政府自上而下监管的渠道ꎮ

松江区较早地形成奖励性补贴的农业治理方式ꎮ 松江区 ２００７ 年开始为

鼓励家庭农场发展出台区级扶持政策ꎬ给予家庭农场每亩 ２００ 元的土地

流转费补贴ꎬ意在鼓励农民返乡务农ꎮ 到 ２０１２ 年土地流转费补贴改为

生产管理考核性补贴ꎬ根据考核结果发放补贴ꎬ考核内容包括粮食高产

竞赛、秸秆还田、农机直播、新农艺新技术推广、生产考核等ꎮ① 奉贤区政

府 ２０１３ 年设置了 ５００ 元的家庭农场补贴资金ꎬ分为 ３００ 元基本补贴和

２００ 元奖励补贴ꎬ考核方式更为详尽ꎮ 经营者获得 ３００ 元基本补贴的前

提是不违反“一票否决”的标准ꎬ具体有六项:发生转包现象的、发生冒名

顶替的、发生违章搭建的、发生使用禁用农药的、发生秸秆露天焚烧的、

考核记载和财务不规范的ꎮ 如要获得 ２００ 元全额奖励补贴ꎬ则必须符合

考核要求ꎬ涉及茬口安排、农田环境、田间管理、粮食生产、高产创建ꎮ 一

年考核两次ꎬ分别是 ６ 月末和 １２ 月末ꎬ考核满分为 １００ 分ꎬ考核分为优秀

(≥９０ 以上)、良好(≥８０)、合格(≥６０)和不合格( <６０)四个等级ꎬ分别

获得 ２００ 元 / 亩、１５０ 元 / 亩、１００ 元 / 亩补贴ꎬ不合格则没有补贴ꎮ② 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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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考核和补贴的实施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参见松江农业

网:ｈｔｔｐ: / / ｓｊ.ｓｈａｃ.ｇｏｖ.ｃｎ / ｊｔｎｃ / ｆｃｚｃ / ２０１２０４ / 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９＿１３２４４７８.ｈｔｍꎮ
参见«奉贤区农业委员会关于奉贤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考核奖励补贴的意见» (沪奉农委

[２０１３]８４ 号)ꎮ



个细致的考核表来看ꎬ农业行政部门通过家庭农场补贴的发放对农业生

产全过程进行细密监控(参见表 ２)ꎮ

表 ２　 奉贤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户考核表(２０１３)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茬口安排
二麦、油菜、绿肥冬季深耕晒垄—水稻茬口布局 １０

听从“六个统一”指导ꎬ适时完成播种、收割、深耕工作 １０

农田环境
种植区域内无不规范种植行为ꎬ无农药包装废弃物及

其他垃圾现象
１０

田间管理

集中连片种植ꎬ农作物长势良好ꎬ无病虫害ꎬ无田间

杂草
１０

合理配套田间沟系 １０

及时清理外围沟系ꎬ及时管护农田设施 １０

粮食生产
二麦亩均产量超过全镇平均 １０％ １０

水稻亩均产量≥６００ 公斤 ２０

高产创建 参与高产创建活动 １０

从微观角度看ꎬ引导经营者行为的唯一原则是收入ꎮ 按照上海市农

业生产方式ꎬ新成立的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纯收入是减少的ꎬ激励经营者

的大量的政府补贴输入使得他们获得比市场条件下更高的净收入ꎮ 关

于上海郊区农村家庭农场主的体面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ꎬ而不是来

源于家庭农场模式本来的优越性ꎬ是许多调查的共识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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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黄宗智(２０１４)研究了松江区家庭农场相关材料ꎬ他以李春华的家庭农场为例阐述了家

庭农场收益的实质ꎬ“在两茬作物之外ꎬ他更获得 ４５０—５００ 元的各级财政补贴ꎬ借此达到

１０００ 元 / 亩的净收入”ꎬ“也就是说ꎬ李春华的主要受益其实不是来自其经营模式的经济优越

性ꎬ而很大程度是来自政府的补贴”ꎮ 刘守英(２０１３)在松江区的调查显示ꎬ“从亩均净收入

看ꎬ１００ 个家庭农场亩均净收入 ８１７ 元ꎬ亩均补贴 ４９８ 元ꎬ家庭农场获得的财政补贴大体能够

抵消土地流转费用的四分之三ꎮ 若取消补贴ꎬ家庭农场亩均净收入仅为 ３１９ 元ꎬ户均总收入

仅为 ３６３６６ 元”ꎮ



根据我们在奉贤区的调查ꎬ百亩左右的家庭农场产量数据为:水稻

亩产为 １２００ 斤ꎬ小麦亩产为 ６００ 斤ꎬ政府收购价格为水稻 １.３ 元 / 斤ꎬ小

麦为 １.０ 元 / 斤ꎬ本地或外地农民在产量和售价上没有区别ꎮ 以稻麦两茬

作物为例ꎬ不计家庭劳动力投入ꎬ外地农民经营稻麦作物亩平纯收入为

１２９０ 元ꎬ本地农民所得纯收入为 １０００ 元(这是由于投入较多的机械和雇

佣较多零工)ꎮ 纯收入ꎬ加上农业补贴收入ꎬ再扣除租金之后为家庭农场

主所得净收入ꎮ 松江区土地租金为 ７５０ 元 / 亩ꎬ农业补贴为 ７５２ 元ꎬ松江

区家庭农场亩平净收入为 １００２ 元ꎬ奉贤区土地租金 １０５０ 元 / 亩ꎬ农业补

贴为 １０１２ 元ꎬ奉贤区家庭农场亩平净收入为 ９６２ 元ꎮ 这说明松江区和奉

贤区家庭农场的净收入的主要部分来源于政府农业补贴收入ꎬ奉贤区占

比还大一些ꎮ

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ꎬ这样的农业经营显然是不合理的ꎬ而从政府

农业治理的角度ꎬ农业补贴构成农业治理的有效方式ꎮ 基本的机制是:

农业补贴替代农业本身收益构成经营者收入的主要来源ꎬ或者说把经营

者的收益从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利润置换为农业补贴ꎬ建构了政府对经营

者全生产链的“监管权”ꎮ 作为理性的经营者ꎬ遵从收入最大化原则ꎬ其

行为逻辑就是通过服从制度规范获得自上而下的农业补贴收入维持再

生产ꎬ而不是从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粮食产量角度方式增加收入ꎮ 松江

区一位干部讲“家庭农场要效益ꎬ我们要的是规范”ꎬ生动的概括了这种

利益关联性质ꎮ 在丰厚利益的背景下ꎬ农业行政干部对经营者具有极大

的监督权力ꎬ松江区浜镇的一位副镇长在抽查农业生产时ꎬ发现一块田

的草比稻子还长ꎬ当场跟村书记说“叫那个农户不要种田了ꎬ田里全是杂

草ꎬ浪费资源”ꎮ 镇村农业干部会定期不定期地对农业生产状况进行检

查ꎬ经营者也形成了非常强的自我监管意识ꎮ 松江区浜镇某村的一位家

庭农场主反映他小心翼翼地应对村内竞争者的举报ꎮ 他向调查者报告

说:“农闲时外出务工ꎬ却不能长时间在外打工ꎬ农忙时田头必须有人ꎬ不

然马上有人举报ꎮ 因为政府规定家庭农场经营必须是‘自耕’经营ꎬ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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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由家庭劳动力来种ꎬ不能请长工或雇工过多ꎬ否则取消种田资格ꎮ”

(四)小结:政府干预与“依附农”的形成

综上所述ꎬ上海郊区的地方政府完全掌握了农业生产ꎬ地方政府通

过制度安排和资源输入ꎬ几乎垄断着全部的农业生产资源ꎮ 家庭农场只

能从政府控制的“合作社”中获得土地及农业社会化服务ꎬ且在收益上依

赖农业补贴获得体面收入ꎮ 因此家庭农场是一个被摆布的经营者角色ꎮ

为了区别于自由市场上的农民ꎬ本文将这样的经营者概括为嵌入行

政体系的“依附农”ꎮ 在高度资本化的农业方式中ꎬ家庭农场主的主要职

能是进行田间管理ꎬ这和集体农场雇佣的分包管理者的职能无异ꎮ 上海

学者叶敏、马流辉(２０１２)长期追踪上海农业变迁ꎬ他们指出上海正经历

“农业组织化”的趋势ꎬ原来的自主经营者(外地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ꎬ

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ꎮ 他们实际上描述的是嘉定区“集体农场—代管

户”的经营模式ꎮ 实际上自主经营的家庭农场主和这些“代管户”并无根

本差异ꎬ二者都深嵌农业行政体系ꎮ 不同的是ꎬ家庭农场在价值上优于

受雇的工资劳动者ꎮ 在地方政府的规范要求下ꎬ家庭农场被塑造为适度

规模的自耕经营者ꎬ被规定要从适度规模经营中获得“体面收入”ꎬ从而

不同于受雇的工资劳动者ꎮ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农业经营体制ꎮ 这种体制与人民公社时

期的集体农业有表面的相似性ꎬ然而运行逻辑却根本不同ꎮ 集体农业也

嵌入行政体系中ꎬ然而其农业生产并不是依附性质的ꎮ 在人民公社时

期ꎬ农业被纳入一个总体性国家的框架下ꎬ农业剩余分配受制于政府计

划ꎮ 同时集体依赖自身完成生产和再生产ꎬ农村土地集体所有ꎬ农业要

素投入(主要是劳动力)来自集体内部调配ꎬ农业的再生产有赖于农村集

体的资金积累和农村劳动力的再生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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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经营的低效及“分利秩序”的形成

在中西部农村ꎬ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经济模式ꎬ农业为农民提供基本生计ꎮ 政府推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资本

下乡往往引起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农村阶级分化ꎬ这种农业转型及后果的

研究为人所熟知ꎮ 在上海郊区农村ꎬ农村劳动力充分转移ꎬ农业收入的

重要性降低ꎬ政府干预农业ꎬ形成规模经营不会引起农村阶级分化的情

况ꎬ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描述政府干预农业形成的后果ꎮ 可以主要

概括为:农业效率低下和农业“分利秩序”形成ꎮ 在末尾本文还初步提出

一个观点:现有日益财产化的农地制度改革强化土地承包者权利ꎬ将加

剧地租剥削ꎬ降低农业经营效率ꎮ 从农业经营的角度ꎬ合理地处理土地

承包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成为发达地区农业政策的主题之一ꎮ

(一)政府干预和农业经营的低效

在发达地区ꎬ在工业化及社会保障的基础上ꎬ传统的农民问题已经

解决ꎬ农业问题是纯粹的农业效率问题或者就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贺

雪峰ꎬ２０１５ｂ)ꎬ那么农业政策就应当聚焦于如何最大化地提升农业生产

能力ꎮ 实际上ꎬ如上文所述ꎬ上海郊区农业政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为按

照行政规范要求生产农产品ꎬ政府向农业生产输入大量资源ꎬ经营者获

得了较高的收入ꎬ而农业生产效率较低ꎮ

从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角度ꎬ这种政府干预增加他们的利益ꎬ是合理

的ꎬ这是上海推广家庭农场的基础ꎮ 松江区耕种 １００ 亩土地的家庭农场

主一年净收入达到 ８ 万元以上ꎬ而由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达ꎬ几乎不

需要承担风险ꎮ 其意外后果是当地农民激烈争夺家庭农场主资格ꎬ迫使

村集体采取多种应对办法ꎬ达到有序分配这种利益的目的ꎮ 例如松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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浜镇林村有 ２５００ 亩耕地ꎬ２００７ 年有 ２０ 个家庭农场ꎬ户均 １００ 亩左右ꎮ

后来随着家庭农场主的收入增加ꎬ想种田的农民多了ꎬ村内形成了激烈

的竞争ꎬ村里使用多种办法应对ꎮ 一是压缩面积ꎬ一些村庄开始建立家

庭农场时规定最低面积为 １００ 亩ꎬ现在把家庭农场最低面积定为 ８０ 亩ꎬ

目的是把利益分配给更多的农民ꎻ二是缩短租期ꎬ１—３ 年调整一次ꎬ加快

家庭农场主的更替ꎬ产生更强的流动性ꎻ三是如果民主评议(“票决”)的

争议大ꎬ就采取“抓阄”方式分配家庭农场指标ꎮ

不过从农业经营效率来讲ꎬ相对于高效率的市场农业ꎬ政府干预下

的农业需要配套自上而下的大量补贴输入才能维持再生产ꎬ这是低效率

的ꎮ 政府干预增加了两个层面的成本:一是支付给土地承包者的土地成

本升高ꎮ 原来市场条件下ꎬ粮食经营者只需支付 ６００ 元 / 亩地租ꎬ在政府

干预下ꎬ现在松江区达到 ７５０ 元ꎬ奉贤区达到 １０５０ 元ꎬ个别村庄如奉贤区

叶村达到 １４５０ 元ꎬ亩平支付的地租甚至超过亩平纯收入ꎮ 二是支付给

土地经营者的成本升高ꎬ包括直接的家庭农场主及围绕农业经营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人员ꎮ 以家庭农场主为例ꎬ本地城镇就业机会较多ꎬ农民回

乡务农有较大的机会成本ꎬ预期获得略高于城镇就业市场的平均工资ꎮ

政府为了吸引农民回乡ꎬ需要人为维持家庭农场主的体面收入ꎬ途径是

要么提高经营规模ꎬ要么提高亩平净收入ꎮ 显然在日益提高的租金降低

亩平净收入的背景下ꎬ唯有政府输入大量补贴才能维持农业劳动力的再

生产ꎮ 按照亩平补贴 ７００ 多元的力度ꎬ松江家庭农场经营的 １４ 万亩耕

地需要补贴近一个亿ꎬ一个百亩左右的家庭农场平均补贴 ７ 万多元ꎬ这

种农业补贴力度是前所未有的ꎮ 因此上海家庭农场农业发展模式不可

能推广ꎮ 上海市雄厚的财政能承担农业生产的高成本ꎬ因此上海打造家

庭农场的经验ꎬ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是学不来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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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附性农业和特殊的“分利秩序”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ꎬ政府干预排斥市场形成的低效率农业呈现“锁

定”特征ꎮ 这是因为围绕农业及附着利益形成的再分配形成了“分利秩

序”ꎬ低效率的农业和“分利秩序”的形成是一体两面的ꎮ

“分利”这一概念源于奥尔森ꎬ本文借鉴相关研究进行语境化地使

用ꎮ 奥尔森(２０１３:６３—６６)用“分利集团”来指称少数人为了狭隘利益形

成小集团ꎬ通过寡头化运作排挤组织成员获取更多组织产品的现象ꎮ 受

此启发ꎬ在农村经验研究中ꎬ贺雪峰(２０１３ｃ:２１３—２１６)提出中国农村有

两种“分利秩序”:一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农村地方势力对农村无主

资源的占有ꎻ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下乡之后ꎬ县乡村干部、工程承

包人、地方势力等瓜分项目资源ꎮ 农业方面的经验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在逐利价值观驱动下ꎬ农业现代化有可能异化为地方政府以及投标人自

下而上牟利的手段ꎬ存在地方政府向工商资本的利益输送(黄宗智、龚为

刚、高原ꎬ２０１４)ꎬ农业治理困境催生农业项目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分利秩

序”(王海娟、夏柱智ꎬ２０１５)ꎬ自上而下输入的项目资源被作为国家代理

人的地方精英所攫取(龚为刚、张谦ꎬ２０１６)ꎮ

上海郊区农村围绕农业形成的“分利秩序”是特殊的类型ꎮ “分利秩

序”的成员不是干部或精英ꎬ而是居于社会结构边缘的“农民”ꎬ这包括少

数“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全部的“土地承包者”两类ꎬ他们共同对农业及

其附着农业补贴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ꎮ 家庭农场

的体面收入是政府规定出来的ꎬ服务于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ꎮ 在没有任

何限制条件下ꎬ土地承包者通过地租机制转移农业利益ꎬ客观上形成了

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共同通过依附农业行政体系获得丰厚利益的“分利

秩序”ꎮ 基本的逻辑是:家庭农场要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ꎬ一般在

１００—１５０ 亩ꎬ在高度资本化的生产方式(耕、种、收)下ꎬ农业经营本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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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经营者提供体面收入ꎮ 为了吸引本地农民留在农业ꎬ地方政府出

台政策给予农业经营者高额农业补贴ꎬ高额农业补贴在推高经营者收入

的同时ꎬ必然推高承包者的租金预期ꎮ 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ꎬ作为“地

主”的承包户会理性地计算经营者的收益ꎬ不能允许经营者获得过多的

收益ꎮ 比如土地承包者通过维持土地流转关系不稳定的机制ꎬ一般是委

托村集体流转 １—３ 年就要收回ꎬ保持土地租金上涨的权利ꎬ把农业利益

尽可能多地转移ꎬ这客观上迫使政府不断增加农业补贴维持经营者的体

面收入ꎮ

这就是说ꎬ政府试图通过输入农业补贴维持经营者体面收入的理

想ꎬ是以相当一部分租金转移给土地承包者为代价的ꎬ除非人为压低土

地租金ꎮ 松江区通过行政控制一直把租金维持在 ５００ 斤稻谷 / 亩ꎬ目前

租金大约是 ７５０ 元ꎬ保障了家庭农场通过农业经营和农业补贴获得体面

收入ꎮ 奉贤区则没有最高租金的限制ꎬ２０１３ 年规定租金不低于 ７５０ 斤稻

谷 / 亩ꎬ目前租金大约是 １０５０ 元 / 亩ꎮ 随着农业补贴增加到 １０１２ 元ꎬ土地

承包者不断提高租金迫使家庭农场维持体面收入的愿望落空ꎬ家庭农场

发展非常缓慢ꎮ 有些村庄的租金水平更高ꎮ 笔者所调查的奉贤区叶村

的土地租金 ２０１３ 年为 １０５０ 元 / 亩ꎬ２０１５ 年则涨到 １４５０ 元 / 亩ꎬ租金上涨

有力地调节了经营者和土地承包者的收益ꎮ 经营者用约亩平全部纯收

入和农业补贴的一半支付租金ꎬ亩平净收入降低到 ５００ 元左右ꎮ 村集体

提高租金的理由是普通农户认为经营者所得补贴过多:过多的补贴导致

雇工生产也能获利ꎬ不利于村集体监督经营者自耕生产ꎻ过多的补贴也

不利于防止土地转包这一破坏土地流转秩序的行为的发生ꎻ另外由于经

营者大多数是在城市缺乏人力资本的边缘劳动力ꎬ村集体主观上没有积

极性提高他们的收益空间ꎬ如果分配过多的收入则会引起对土地资源激

烈的争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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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地财产化和农地制度改革反思

以上海为例的农业转型还提出一个被普遍忽略的问题ꎬ这里仅作初

步讨论ꎮ 学者普遍注意到中国农地制度抵御外部工商资本的力量的同

时ꎬ忽视了日益“财产化”的农地制度条件下ꎬ农地制度决定分配农业剩

余的方式的这一维度ꎮ 相对于欠发达地区ꎬ在上海郊区农村等发达地

区ꎬ大多数耕地流转造成人地分离ꎬ农业剩余再分配的问题凸显出来ꎮ

如何平衡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发达地区农地制度

应当考虑的问题ꎬ否则任何类型的农业现代化都因土地成本过高而难以

形成ꎮ

从总体来看ꎬ中国的农地制度具有优越性ꎬ增强了农民的政治权利ꎮ

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保

护农业生产者ꎬ帮助他们抗御外部资本的控制、剥削和侵占ꎮ (张谦、杜

强ꎬ２０１０:１８７—２１４)按照毛泽东(１９７７:１９７)的说法ꎬ社会主义改造建立

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在农村这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ꎮ

家庭承包制改变了具体的农业经营方式ꎬ农地制度依然延续其核心逻

辑ꎬ形成中国特色的“小农村社经济”ꎬ形成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的共

有制产权ꎮ (温铁军ꎬ２０００:２１—２２)因此农地制度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

稳定的制度基础ꎮ

从农地制度演进的角度ꎬ早期的农地制度改革者设想随着工业化和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社会保障的普遍建立ꎬ土地不再是农民

的社会保障ꎬ而是作为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ꎬ土地最终被配置给有效率

的农业经营者ꎮ 实际上ꎬ二轮承包以来的农地制度朝着财产化的方向改

革ꎬ土地不再定位为生产资料ꎬ而日益作为农民的财产权利ꎮ (桂华ꎬ

２０１６)决策者希望把农业经营制度建立在个体农民的“财产权”基础上ꎬ

这表现在现有以“土地确权”为主要内容的农地制度改革ꎮ 代表性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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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张红宇(２０１４)ꎬ他认为“土地确权是给农民吃定心丸ꎬ让不愿意种地

的农民长期稳定地把土地流转出去”ꎬ“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

权分离’ꎬ确保承包权为农民带来财产收益实现土地承包权的财产价值ꎬ

经营权则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流动ꎬ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ꎮ 这种制

度改革实质上是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为“准土地私有制”ꎬ这种制度变革

的问题是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之间关于农业剩余价值分配的矛盾将制

度化ꎬ而这本来是不存在的ꎮ① 如上海市地方政府的做法ꎬ政府试图人为

集中农地并长期分配给实际经营者的干预行为ꎬ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土

地承包者权利ꎬ经营者要付出的租金更多ꎬ农地规模经营更困难ꎮ

五、结语

中国农业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ꎬ各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不同ꎬ使得各

地区农业变迁呈现差异性ꎮ 本文以上海郊区农村为例ꎬ讨论了发达地区

政府干预农业的逻辑和后果ꎮ 在农业治理的背景下ꎬ外地农民被排斥ꎬ

市场驱动的农业变迁被终结ꎬ本地农民—家庭农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兴起ꎮ 新农业经营模式的性质不在于“家庭农场”这一形式ꎬ而在于

其实际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ꎮ 从政府对土地、农业资本及农业收益空间

的支配的角度ꎬ本文把这样的农业经营者称之为嵌入农业行政的“依附

农”ꎮ 从理论上看ꎬ本文是农业治理和农业变迁关系研究的延续ꎮ “依附

农”的事实和概念表明在政府干预下ꎬ上海郊区的农业不再是市场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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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是发达地区ꎬ上海和苏州的农业政策不同ꎮ 我们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苏州郊区农村调查表

明:农民通过“土地换社保”的方式进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ꎬ农民和农地脱离了关系ꎬ土地的

“承包经营权”不再属于农民ꎬ农地被全部上收成为集体土地ꎬ集体采用统一发包的方式ꎬ集
体收取 ６５０ 元 / 亩的租金ꎬ农地被优先发包给村内和镇内愿意从事农业的农民ꎬ也可以是外

地的农民ꎮ 政府也向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地所在集体转移财政补贴ꎬ约 ２００ 元 / 亩ꎬ然而这些

补贴是作为集体经济收入ꎬ这些收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修建ꎬ用于村两委组织的日常运转等

等ꎬ不再是对农民直接的收入转移ꎮ 苏州郊区比较彻底地清理了农民和农地的关系ꎬ把农地

转为纯粹的生产资料ꎬ由最有生产能力的经营者支配ꎮ



的有机构成部分ꎬ而是自上而下行政体系的一部分ꎮ 虽然这仅仅是上海

郊区农村的案例ꎬ然而从中央到地方显示出来的政策导向来看(尤其是

在粮食生产领域)ꎬ这一类农业转型方式是农业转型的趋势之一ꎬ具有类

型意义ꎮ

上海郊区农业变迁的经验及问题揭示了农业转型的复杂性和多元

性ꎮ 政府和媒体广为宣传的松江“家庭农场” 是人为打造出来的“经

验”ꎬ所谓家庭农场主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获得体面收入ꎬ实际上是通过政

府补贴人为形成的ꎬ从经济上讲并不划算ꎮ 这令人反思中国发达地区的

农业该向何处去ꎮ 发达地区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工商业ꎬ农地本来是可以

作为纯粹生产资料使用的ꎬ比如苏州的做法ꎮ 如果实行当前的政府干预

和家庭农场政策ꎬ则低效率的农业及一个蚕食政府大量农业资源投入的

“分利秩序”就一定会形成ꎮ 如果另辟蹊径ꎬ反思当前政府干预的农业经

营模式ꎬ把发达地区农业作为全国市场的一部分ꎬ地方政府仅仅是按照

一些基本的标准进行生产和安全管理ꎬ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高效率地配

置农业资源ꎬ率先真正形成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地区ꎮ

参考文献

陈锡文(２０１２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第 ６ 期ꎬ第 ４—１１ 页ꎮ

陈锡文(２０１２ｂ):«中国农业并不适合公司化经营»ꎬ«农村工作通讯» 第 １

期ꎬ第 ３６ 页ꎮ

陈锡文、赵阳、陈剑波、罗丹(２００９):«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６０ 年»ꎬ北京:人民

出版社ꎮ

陈义媛(２０１３):«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

考———以水稻生产为例»ꎬ«开放时代»第 ４ 期ꎬ第 １３７—１５６ 页ꎮ

龚为纲、张谦(２０１６):«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ꎬ«开放时代»第 ５ 期ꎬ第 ５７—

７６ 页ꎮ

７１２

嵌入行政体系的依附农



桂华(２０１６):«从经营制度向财产制度异化———集体农地制度改革的回顾、

反思与展望»ꎬ«政治经济学评论»第 ５ 期ꎬ第 １２８—１４４ 页ꎮ

[英]亨利􀅰伯恩斯坦(２０１１):«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ꎬ汪淳玉译ꎬ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ꎮ

贺雪峰(２００３):«新乡土中国»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ꎮ

贺雪峰(２０１３ａ):«不要人为推动农业规模经营»ꎬ载三农中国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ｎｚｇ.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３ / ０４２１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３５１４.ｈｔｍｌꎮ

贺雪峰(２０１３ｂ):«办“点”的政治学»ꎬ«决策»第 １１ 期ꎬ第 ５２ 页ꎮ

贺雪峰(２０１３ｃ):«小农立场»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ꎮ

贺雪峰(２０１４ａ):«工商资本下乡的隐患分析»ꎬ«中国乡村发现»第 ３ 期ꎬ第

１２５—１３１ 页ꎮ

贺雪峰(２０１４ｂ):«城市化的中国道路»ꎬ上海:东方出版社ꎮ

贺雪峰(２０１５ａ):«农政变迁的动力»ꎬ«决策»第 １１ 期ꎬ第 １５ 页ꎮ

贺雪峰(２０１５ｂ):«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ꎬ«社会科学» 第 ６ 期ꎬ第 ６４—

７７ 页ꎮ

贺雪峰、刘岳(２００８):«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ꎬ«学术研究»第 ６ 期ꎬ

第 ３２—３７ 页ꎮ

黄宗智(２０００):«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ꎬ北京:中华书局ꎮ

黄宗智(２００６):«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下)»ꎬ«读书»第 ３ 期ꎬ

第 ７２—８０ 页ꎮ

黄宗智、高原(２０１３):«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ꎬ国家ꎬ还是农户?»ꎬ载

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 １０ 辑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ꎬ第 ２８—５０ 页ꎮ

黄宗智、龚为刚、高原(２０１４):«“项目制” 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

吗? »ꎬ«开放时代»第 ５ 期ꎬ第 １４３—１５９ 页ꎮ

黄宗智(２０１４):«“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ꎬ«开放时代»第 ２

期ꎬ第 １７６—１９４ 页ꎮ

李元珍(２０１５):«典型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基于领导联系点的分

析»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３ 期ꎬ第 １０１—１０９ 页ꎮ

刘守英(２０１３):«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调查»ꎬ«上海农村经济»第 １０ 期ꎬ

８１２

中国乡村研究(第 １５ 辑)



第 ７—１２ 页ꎮ

[美]曼瑟􀅰奥尔森(２００７):«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ꎬ李

增刚译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ꎮ

马流辉(２０１３):«“农民农”:流动农民的异地职业化———以沪郊南村为个案

的初步分析»ꎬ«中国农村研究»第 １ 期ꎬ第 １７９—１９８ 页ꎮ

毛泽东(１９７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ꎮ

[美]舒尔茨(２００９):«改造传统农业»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ꎮ

宋亚平(２０１３):«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ꎬ«江汉论坛»第 ４

期ꎬ第 ５—９ 页ꎮ

孙新华(２０１３):«强制商品化:“被流转”农户的市场化困境———基于五省六

地的调查»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５ 期ꎬ第 ２５—３１ 页ꎮ

孙新华(２０１５ａ):«再造农业———皖南河镇的政府干预与农业转型(２００７—

２０１４)»ꎬ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ꎮ

孙新华(２０１５ｂ):«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的农业转型———以皖

南河镇为例»ꎬ«开放时代»第 ５ 期ꎬ第 １０６—１２４ 页ꎮ

王德福、桂华(２０１１):«大规模土地流转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分析———基于皖

南林村的考察»ꎬ«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第 ２ 期ꎬ第 １３—２２ 页ꎮ

王海娟、夏柱智(２０１５):«农业治理困境与分利秩序的形成———以中部 Ｗ 省

Ｈ 市为例»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３ 期ꎬ第 ４３—５０ 页ꎮ

王建平、朱章海(２０１５):«上海统计年鉴»ꎬ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ꎮ

温铁军(２０００):«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ꎮ

温铁军(２００９):«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ꎬ«红旗文稿»第 ２

期ꎬ第 ４３—４６ 页ꎮ

奚建武(２０１１):«“农民农”: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新的问题域———以上海郊区

为例»ꎬ«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３ 期ꎬ第 ８４—９０ 页ꎮ

严海蓉、陈义媛( ２０１５):«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

而下的资本化动力»ꎬ«开放时代»第 ５ 期ꎬ第 ４９—６９ 页ꎮ

叶敬忠(２０１１):«留守人口与发展遭遇»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第 １ 期ꎬ第 ５—１２ 页ꎮ

９１２

嵌入行政体系的依附农



叶敏、马流辉、 罗煊 (２０１２):«驱逐小生产者:农业组织化经营的治理动力»ꎬ

«开放时代»第 ６ 期ꎬ第 １３０—１４５ 页ꎮ

张红宇(２０１４):«三权分离、多元经营与制度创新———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

一个基本框架与现实关注»ꎬ«南方农业»第 ２ 期ꎬ第 ６—１３ 页ꎮ

张路雄(２０１２):«耕者有其田———中国耕地制度的现实与逻辑»ꎬ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ꎮ

张谦、杜强 (２００８):«终结的开始? ———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

的分化»ꎬ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研究»(总第 ７—８ 期)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第 １８７—２１４ 页ꎮ

张谦(２０１３):«中国农业转型中地方模式的比较研究»ꎬ载黄宗智主编«中国

乡村研究»(第 １０ 辑)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ꎬ第 ３—２７ 页ꎮ

赵鲲、赵海、杨凯波(２０１５):«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家庭农场的实践与启示»ꎬ

«农业经济问题»第 ２ 期ꎬ第 ９—１３ 页ꎮ

曾红萍(２０１５):«地方政府行为与农地集中流转———兼论资本下乡的后果»ꎬ

«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第 ２２—２９ 页ꎮ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Ｔ. Ｊ. Ｂｙｒｅｓ.  ２００１  .  Ｆｒｏｍ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１ １ １－５６.

Ｚｈａ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２００８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０ Ｊｕｌｙ ２５－４７.

０２２

中国乡村研究(第 １５ 辑)


